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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参与都比较欠缺，从考古材料出发对殷商社会形态进行全面分析与理论提升的研究不足，这

与考古学重实证、轻理论的学科特点有关。单纯依赖史学界围绕概念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之前卜

辞材料、墓葬信息等考古成果在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聚落形态考古更是探索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当然，也要处理好文献与考古中信息对应的问题，国外学者提出避

免将考古学文化与传世文献相对应，主张早期中国文明研究应该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学科本位意识。
这一观点虽失之偏颇，但亦有可借鉴和思考之处。

由臣、隶等低贱阶层说周代的社会性质* ①

宁镇疆 (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周代低贱阶层是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的重要参照。其中至贱者，甚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过

去学者论周代社会性质常据此指周代为奴隶社会。其实，即便晚至明清，罚没为奴者仍不鲜见，但显

然没人说明清是奴隶社会。揆诸经典作家对奴隶社会的界定，奴隶的数量或规模，特别是奴隶在生

产关系中所处的角色等因素，都至为关键。具体到这些因素，周代社会显然离经典作家所说的奴隶

制有不小的距离，故周代“奴隶社会”说晚近已趋消歇。本文拟通过对周代低贱阶层社会地位的考

察，对此再略作覈议。
周代服贱役者名称杂而不一，或曰臣、或曰仆、或曰庸、或曰妾、或曰牧、或曰皂、或曰隶，还有一

些合并的称呼如“臣妾”“隶臣”“臣仆”“隶仆”等，本文所谓的臣、隶只是笼而称之。早期文献包括

金文资料中的“臣”是非常多义的，有高等级也有低等级。其中，低等级极贱如“臣妾”者甚至是奴

隶。金文资料中，如“用总于公室仆庸、臣妾”( 逆钟，《集成》①60—63) ，“总司我西偏、东偏仆、驭、百
工、牧、臣妾”( 师 簋，《集成》4311) ，“总司康宫王家臣妾、仆庸”( 宰兽簋，《新收》②663) 。“用讨朕

仆、驭、臣妾自气”( 霸姬盘) ，③“总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 伊簋，《集成》4287) ，其中“臣妾”为奴隶

已是公认的事实。传世文献如《尚书·费誓》“窃马牛，诱臣妾”; ④《逸周书·文传解》“遇天饥，臣

妾、舆马非其有也”; ⑤《左传·襄公十年》“臣妾多逃，器用多丧”，⑥等等。“臣妾”的出场不是与马牛

等牲畜，就是与“器用”等工具连称，其地位自可想见。与“臣妾”类似的，还有“臣仆”。《小雅·正

月》中“民之无辜，并其臣仆”，⑦“臣仆”明显不是“民”。毛传解为“古者有罪，役之圜土，以为臣仆”，

这明显是获罪而失去人身自由者。另外，单言“臣”也可指贱者之属。著名的曶鼎铭文“寇禾”案中，

用来交换的有“众”和“臣”，学者多认为“众”与“臣”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后者地位明显更为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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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还多见服低贱职事之“小臣”，主人死甚至要以身为殉。① 再者，上述铭文或言“仆庸臣妾”，或

言“臣妾仆庸”，或言“仆驭、臣妾”，“臣妾”与“仆庸”“仆驭”“百工”等性质应该接近，故与之并举的

“仆”“庸”之类也多属于地位较低的一类人。② 金文资料中虽然同样不乏赏赐“庶人”的记载，但新出

肃卣所赐“厥仆六家”的来源是“自择于庶人”，“庶人”且起而抗争的记载说明: “仆”这样的身份确

实要低于一般所谓的“自由民”。不过，肃卣“仆”既然来源于“庶人”，也说明其与“仆”“庸”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且，从裘卫盉( 《集成》9456) “矩伯庶人”这样的称呼看，“庶人”也是依附性的。
与金文以“臣妾”“仆庸”等指称低贱阶层相对，文献中则多见与“隶”相关的贱称。《左传·昭公

三年》讲晋国望族“栾、郤、胥、原……”等“降在皂隶”，以“皂隶”为极贱者。《左传·襄公十四年》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庶人”以下，尤其

是皂、隶、牧、圉等显然亦属极贱者。《左传·昭公七年》载“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这一段对

人群等级分得更细，不排除有理想化的成分。“士”以下，学者谓包含“隶”的“皂”至“台”指各级“奴

隶”，马牛牧不列等，比“台”更贱。与“皂臣舆，舆臣隶”相应，文献中还时见“舆隶”并称。《左传·
昭公四年》“舆人纳之，隶人藏之”，杜注:“舆、隶，皆贱官。”③《吕氏春秋·为欲》“其视为天子者，与

为舆隶同”“舆隶，至贱也。”④又有以“隶圉”指称贱者，《国语·周语下》“湮替隶圉”，⑤《左传·哀公

二年》“人臣隶圉免。”⑥前面的“庶人、工、商遂”，杜注“遂得进仕”，唯独“人臣隶圉”要先“免”，“隶

圉”当属“人臣”，此“臣”当系“臣妾”之“臣”，说明“臣”与“隶”确有相通性。另外，又有“隶仆”一

词。《仪礼·大射仪》记有负责清扫侯道( 箭道) 的“隶仆人”，⑦其性质也当属于贱役。《周礼·夏

官》亦有“隶仆”，其职责是“掌王寝之扫除粪洒之事”，⑧其等级虽属“下士”，但就其职掌看，不可能

是贵族。《仪礼·既夕礼》负责“涅厕”的则是“隶人”，由其名称及职事的相近看，他们都应该属于服

贱役的人。又，《周礼》“秋官司寇”下“隶”职尤多，其中如“罪隶”“蛮隶”“夷隶”“貉隶”等，已无属

员，当系社会的最底层。可能正是由于“隶”的这种性质，后来秦汉文献，特别是晚近秦汉简牍中尤多

以“隶臣”“隶臣妾”指称近乎奴隶的阶层，其中的“隶”字又让我们看到这种称谓上的继承性。另外，

上举金文中“仆”“庸”等又往往与“百工”或“牧”连称，这也证明上举文献中“庶人”以下的“商工皂

隶”“工商、皂隶、牧圉”，地位同样与之接近。⑨

周代低贱阶层已如上述，而攸关社会性质的则是这些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过去学者一度

认为金文中的授田都是由奴隶耕种，遂指周代是奴隶社会，这一观点不免有些简单化，从论证逻辑来

讲主要是对经典作家理论的对标和演绎。杨向奎则认为周代的援田大多由农民耕种，对其社会性质

的理解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瑏瑠 如按《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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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①从事主要农业生产劳动即“庶人”，明显与低贱的“皂隶”有别。但《国语·晋语一》云: “其犹

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②“隶农”一词，学者谓“此为农业奴隶仅有之一条

史料”，③说明农业生产并不能完全排除“奴隶”。后来学者据金文资料明确指出，从事农业生产的既

有农民，也有“臣妾”这样的奴隶。④ 晚近学者又比较关注季姬方尊的“佃臣”，其有“师( 长) ”有
“友”，且从赏赐的牲畜数量看，这些“臣”还相当富裕，因此认为其与脱离农业生产的奴隶性质的

“臣”不同，应有一定自由。⑤

然则，周代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到底是自由民为主还是“奴隶”为主呢? 这就不能不提到周

初的“封建”，周的“封建”本质上是大地域范围内的拓土、殖民，这一过程会伴随对地区的征服。过

去持周代系奴隶社会的学者将这种拓土过程中的“被征服者”都称为奴隶，遂有“整个氏族或部族作

为奴隶”的认识，如此“奴隶”的量就太大了。⑥ 周的分封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对土地、民人所有权的重

新确认，至于土地上的劳作者和劳作方式，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就像宜侯夨簋赐“宜庶人”，他们在

当地本为“庶人”，所有权变更后，他们相对新的主人又是“庸”，但其劳作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它

如春秋晚期叔夷钟记齐灭莱之后赏赐莱“仆”250 家，从而转为“齐国统治阶级的‘庸＇”，但究其实，

“庸跟那些统治阶级同族的庶人并无多大不同”。⑦ 文献中所谓“因是谢人，以作尔庸”“因时百蛮”
等，均当是周人封建过程中所发生的土地及民人所有权的变更( 上举裘锡圭文指出“仆”与“庸”多系

异族，是非常正确的) 。相对于新的主人，他们“庸”的身份有“仆”参照，无疑相对卑贱，但“因”字说

明其耕作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考虑到周代封建在广大地域范围内的普遍性，这种名称虽贱但劳作

和受奴役方式却无甚改变的情况应该也是普遍的。换言之，这种形式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周代农业生

产的主力军，而从性质上讲他们显然非“奴隶社会”的“奴隶”。学者早就指出:“大致言之: 西周奴隶

皆隶属贵族、官府，大贵族以之分赐属下，奴隶所执似多为家内仆役等事，或有用于农、工、畜牧等业

者，要之，在生产上无甚足称也。”⑧现在看来，周代奴隶可能并非尽是“家内劳役”，他们偶也从事农

业生产，但总体上看，说奴隶在生产劳动中不占主要地位，则大致可信。
对于周封建过程中的“谢人”“百蛮”之类，我们不能动辄以后世不乏悲情色彩的“亡国奴”视之。

一来这些归顺族群中也有高低阶层之分，其上层其实与统治阶级无异; 二来即便为征服者服贱役，如

隶、仆者，周人通过将其纳入相应的职事或礼俗活动，很好地实现了吸纳和同化。静簋( 《集成》
4273) 有“夷仆学射”的记载，学者指出这些“夷仆”近乎《周礼》中的四夷之隶，经常充当王之守卫，⑨

是可信的。《礼记》所见礼仪活动中常有“狄人”身影，性质也近似。清华简《系年》提到被周西迁的

秦人“世作周卫”，此与金文中所见“戍秦人”相合。秦人作为“周卫”，克尽职守的同时( 《秦风·无

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也很早就接受了周文化，春秋时甚至被视为华夏正宗。瑏瑠 有的低贱者由

于多系君上之服御，随侍左右，故而关系密切，常不免狐假虎威、僭令矫命。《左传·昭公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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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宠之妾，肆夺于市; 外宠之臣，僭令于鄙”，①此时低贱者的影响就更不可小觑了。
另外，由《左传》襄公九年“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看，“商工皂隶”与“庶人”一

样，都是生产者，或者说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剥削阶级，就此而言，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真正反

映他们受奴役程度和性质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不知迁业”，即职业的固化，缺少自由。襄公三十一年

提到“隶人牧圉”，与此并举的是“甸”“仆人”等，《左传》说他们“各瞻其事”，即各有各的职事。实际

上，襄公九年说“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时，也是与“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竞于教”并举的，同样强调的是各阶层各司其业: 低贱者所服事与高贵者所司，都是维护社会运转不

可或缺的。就此而言，“庶人”与“皂隶”虽同属被剥削阶级，但“皂隶”所从事，也是“庶人”无法替代

的。因此在周代，我们并没有发现贵族处心积虑、大规模地把更多“庶人”变为“奴隶”的例子。他们

没有这样的动力: 无论“庶人”还是臣、隶所业，都是生产劳动，而且彼此无法替代。
大规模地把“庶人”变为“奴隶”，不仅有违于周代礼俗，也严重影响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这对

于我们理解《周礼》一书的性质也很有启发性。《周礼》一般被视为讲官制的书，但其中的“官”是不

宜以后世之“官”来比况的。《周礼》所谓的某某官，更确切地说应该说是某某职、某某事。其书每每

“职事”连言，“职”即“事”也。《左传》“人有十等”的记载，从“王臣公”直到最底层的“马有圉，牛有

牧”之类，最后总结说“以待百事”，这就说明高者如王公大夫之司，低贱者如仆台圉隶之业，本质上

都是“事”，而且彼此不同，都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一点《周礼·考工记》还有“国有六职”
的记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 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天; 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通

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 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 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②这个记载从社

会运转角度把各阶层的职事关联概括得非常明晰。《国语·晋语四》亦云: “公食贡……庶人食力，

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③各阶层都有自己赖以取食或生存的营生或职业。《周礼》载以

“九职”“任万民”，其中一曰“三农”，第八甚至是“臣妾”。从社会等级角度看，“百工”“臣妾”已

近乎“奴隶”了。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王子朝之乱，讲

到其纠合的人群时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④这里的“丧职秩”者还有“百工”。从前

举金文中“百工”每与“臣妾”并称看，地位很低。以这样的社会地位，他们有什么不能失去的? 脱

离了官府作坊的“百工”不是“自由”了吗? 关键是百工之业，同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这点都

保不住，无异于危及生计。因此，他们才会在王子朝一伙的鼓动下参与叛乱。⑤

《周礼》一书虽非对周制的完全“写实”，但其对周代社会结构及各职事间关系的描摹，还是非常

精当的。⑥ 从社会运作的角度，我们可以称为“职事共同体”。“共同体”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彼此之

间相互依存。《左传》《国语》即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论，⑦《孟子》又进一步推阐。⑧ 郭店楚简

《六德》篇也有“六职”之说: “有率人者，有从人者; 有使人者，有事人【者; 有】教者，有学者，此六职

也。”⑨此“六职”虽与《周礼》所载“六职”有异，但其强调各职事间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精神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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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方面，贵贱之间这样的尊卑一体，也容易因为职事关联而滋生情感纽带。《左传·文公十

年》“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主

人犯命，其“仆”往往代为受过。襄公三年晋侯听闻魏绛戮扬干之“仆”，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

干为戮，何辱如之?”明明是其“仆”受“戮”，晋侯却说“扬干为戮”，正昭示此尊卑一体。《小雅·出

车》云:“召彼仆夫，谓之载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正月》云: “民之无辜，并其臣仆。”①“仆夫”
“臣仆”之辛劳，同样为主人所顾念。另外，此“职事共同体”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像社稷安危这

样肉食者谋之事，低贱者也常怀忧患。《左传·定公八年》云:“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工商

阶层对国家有难也感同身受，这就超越等级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

纪纲之仆”，②杜注:“诸门户仆隶之事，皆秦卒共之。”他们虽是“仆隶”，但维护的却是“纪纲”，即国

家制度，此与用“夷仆”充当亲兵一样，隶、仆之类转而成为国家机器的“爪牙”。正因为上述“职事共

同体”的存在，特别是低贱者对国家兴亡也每怀忧患，政治伦理上即便是低贱者对王公贵族也是可以

劝诫的。《逸周书·芮良夫》:“无道，左右臣妾乃违。”③君王“无道”，低贱如“臣妾”者反对他也是正

义的。《左传·襄公十四年》讲对君王的规谏，“大夫规诲、士传言”之外，还有“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

献艺”，“商旅”“百工”亦可规谏就颇值得注意。《国语·周语上》的记载也类似，“天子听政”之时，不只

“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还有“百工谏，庶人传语”，同样有“百工”。“庶人”阶层，其与“百工”等低贱阶层

的区别有时也是相对的。如果要准确认识低贱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些因素同样是不能忽略的。
考察周代低贱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礼制。周代礼制活动中，常

见一些身份低贱者从事贱役。前举《仪礼·大射仪》记有“扫侯道”的“隶仆人”，《既夕礼》甚至还有

“涅厕”的“隶人”，可谓极贱。《周礼》中有“隶仆”一职，掌“王寝之扫除、粪洒之事”，当与《既夕礼》
的“隶人”或《大射仪》的“隶仆人”接近。《既夕礼》与“隶人”并举的还有“甸人”( 金文亦多见) ，其

职为“筑坅坎”，亦当系贱役之属。礼制隆等差，礼制活动中贱者与尊者之间的等级确实森严。不过，

上述隶仆人之类虽服贱役，但实际上也参与了礼制过程( 这同样是“职事共同体”) 。因此，他们既要

谙熟礼制的相关规程，相应地也会受到一些礼遇。《仪礼·大射仪》篇“隶仆人”虽服贱役，但同篇也

有“司马师受虚爵，洗献隶仆人与巾车、获者……”④这说明隶仆人虽服贱役，但同样也会有献酒这样

的礼遇。《礼记·曲礼上》:“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君命有召，虽然传话的是“贱人”，

大夫、士也要亲自出迎。当然这一例主要还在于“贱人”背后的“君”，这同样显示了尊卑一体的“职

事共同体”。《礼记·曲礼上》记“凡仆人之礼”: “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抚仆之手”即“仆”虽

“降等”，但仍需以如此细致之仪节表达谦让、辞谢，此尤可见礼制虽隆尊卑，但一些基本的精神又体

现“无差别级”。《礼记·服问》还记载:“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唯近臣及仆、骖乘从服……”为

君之母服丧的，包括了近臣，甚至相对低阶层的仆、骖乘也被纳入“从服”。宗法制下的这种类似安排

既超越了血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等级或阶级的对立。《礼记·祭统》甚至有所谓“惠下之道

也”，即以祭品惠赐“辉、胞、翟、阍者”，“此四守者，吏之至贱者也”。《祭统》评论: “尸又至尊，以至

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贱，而以其余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则竟内之民无冻馁者矣，此之谓上下之

际。”⑤“至尊”与“至贱”之间的“上下之际”，不唯再次昭示“职事共同体”，同样也是“礼俗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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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活动中对于“至贱”者同样不乏顾念与体恤。《左传·文公十五年》云:“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

天也。”①说明这也不单纯是儒家的理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礼俗文化崇尚谦恭、卑让，由此也培养

了极尽谦让之风气，其极端者甚至不厌以“臣妾”、贱“隶”自况。《礼记·坊记》: “君子辞贵不辞

贱。”“朝廷之位让而就贱。”甚至贵族交往中对臣仆等也备极谦卑:“敢勤仆人?”②这种礼俗文化孕育

出来的以卑贱为尚的谦卑礼文之风，恐怕也是“奴隶制”下无法想象的。
本文开头我们提到由于研究的推进，周代奴隶社会说已呈消歇之势，西周封建说转而为更多的

学者所支持，具体又有“领主封建制”“宗法封建制”等不同，③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如欲准确概括周

代的社会性质，低贱者服事的“职事共同体”及礼俗环境同样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说* ④

谢乃和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学界以往对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的探讨多聚焦于经济层面，对社会政治与文化形态却少有着

墨，或多或少遮蔽了社会形态的完整面貌。三代“封建”不仅从历史事实上形塑了夏商周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形态，而且十分契合经典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缘此，夏商周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不仅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颇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本土

话语概念体系的建构。

一、“封建”形塑了三代社会政治形态

封建首先形塑了三代社会的政治形态。封建的基本含义是对受封贵族裂土分民的政治行为，其

成熟形态出现在西周，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④ 尽管如此，在虞夏以前的氏族时代，早期族邦共

同体因征服、兼并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就已存在“别生分类”⑤式的早期分封现象。如《国语·郑语》记

祝融之后有己姓、董姓、彭姓、秃姓、妘姓、曹姓，诸姓之下又分出彭祖、邹、莒、楚等不同邦国，便可视

为“别生分类”的具体例证。⑥ 故《逸周书·尝麦》曰: “昔天之初，诞作二( 元) 后，乃设建典。”⑦将分

封推源至天地生民之初，自有“君”始就已施行“建”典。至夏商时期，这种早期分封仍盛行不衰。
《尚书·禹贡》言“锡土姓”，⑧《史记·夏本纪》则说禹之后同姓有 12 国。⑨ 《殷本纪》谓契“其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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